
二十世紀初葉，特別是五四前後，在各種「主義」的引入和論爭中，經過不

斷泛化的科學也開始被提昇為一種主義。五四時期曾產生重要影響的刊物

《新潮》，便明確地把「科學的主義」列為辦刊的宗旨之一。在實現知識、學術統

一的努力中，科學的權威逐漸於知識領域形成；以走向生活世界為形式，科學

開始影響和支配人生觀，並由此深入個體的存在領域；通過滲入社會政治的過

程，科學進而內化於各種形式的政治設計，而後者又蘊含�社會運行「技治」化

的趨向。科學的這種普遍擴展，既涉及文化的各個層面，又指向生活世界與社

會領域，其中包含�多方面的歷史意蘊。

一　科學化：後經學時代的學術統一與知識霸權

科學的凱歌行進，首先表現在知識的領域。從歷史上看，中國傳統的知

識、學術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帶有未分化的特點。特別是自漢代以後，經學不僅

成為正統的意識形態，而且逐漸構成了主要的知識與學術領域。儘管從現代學

科分類的角度去考察以往的學術，我們似乎亦可以劃分出不同的領域，但在其

傳統的形態下，這些領域卻往往被涵蓋在經學之中。即使到了清代，音韻學、

訓詁學、校勘學、金石學、地理學等具體領域的研究有了相當的發展，在某種

程度上甚至出現了梁啟超所謂「附庸蔚為大國」的格局，但就總體而言，它們仍

從屬於經學而未能獲得獨立的學術品格。直到近代，隨�經學的終結和西學的

東漸，具有獨立意義的學科，諸如哲學、文學、歷史學、經濟學、社會學、人

類學等等，才開始分化出來，並在二十世紀初逐漸走向成熟。

近代意義上諸種學科的出現，同時也可以看作是知識與學術領域的分化過

程，它在某種意義上與科學的形上化（泛化）呈現為一種同步的態勢，並構成了

科學在知識領域建立霸權的歷史前提。以各個知識領域的獨立和分化為背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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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科學提昇為「主義」的近代思想家們，往往傾向於知識的劃界；知識的這種劃

界，主要便表現為科學與非科學的分野。中國科學社核心人物之一的任鴻雋，

曾在〈吾國學術思想之未來〉一文中明確指出：「科學為正確知識之源。」在科學

與玄學的論戰中成為科學派主將的丁文江，後來亦認為「不用科學方法所得的結

論都不是知識」1。在此，知識與非知識成為壁壘分明的兩大領域，而科學則似

乎構成了知識的唯一形態：唯有經過科學方法的洗禮，才有資格進入知識之

域。換言之，科學之外無知識。

以科學為知識的合理形態，決定了不同的學科、學術領域都應以科學化為

其追求的目標。知識的這種科學化追求，首先表現為對自然科學方法的普遍仿

效。在〈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〉一文中，傅斯年曾對歷史學作了如下解

說：「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，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，整理一切

可逢�的史料。」2關於歷史學與史料學關係的如上規定是否確當，可暫且不

議；這�使我們感興趣的，是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作為人文學科（歷史學）的工

具。這種由自然科學所提供的工具，顯然不限於哲學層面的一般方法論原理，

而是同時涉及具體的操作環節和程序。與自然科學方法的如上引入相聯繫，具

體的科學形態往往成為知識的理想範型，正是基於以上看法，傅斯年提出了如

下要求：「要把歷史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、地質學等同樣。」3歷史語言研究所

是當時權威性的學術機構，以達到生物學、地質學這樣的科學形態作為其「工作

旨趣」，無疑較為典型地表現了科學在知識界的普遍滲入。

將自然科學視為不同知識領域的理想範型，當然並不是二十世紀初葉中國

思想界獨有的現象。事實上，哈耶克（F. A. Hayek）在二十世紀40年代初所作的

〈科學主義與社會研究〉一文中，已對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簡單搬用和效法自然

科學家的科學語言與科學方法提出了批判，並把這種傾向稱為「科學主義」。韋

莫斯（John Wellmuth）進而把以上的科學主義傾向視為一種信仰，「這種信仰認為

只有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和由現代科學家描述的科學方法，才是獲得那種能應用

於任何現實的知識之手段」4。哈耶克的批評與韋莫斯的解說，顯然是針對當時

思想界與知識界已存在的現象而發，它同時亦表明，自然科學研究模式向不同

知識領域的滲入，是科學成為「主義」之後的重要特徵。

知識的科學化追求，有其多方面的歷史意蘊。如前所述，作為知識理想形

態的科學，在寬泛的意義上包括科學方法，這種科學方法固然往往與自然科學

糾纏在一起，但亦涉及一般的方法論原理，後者包括強調邏輯推論、注重事實

驗證等等。從歷史上看，某些傳統的學術研究與知識領域往往對形式邏輯注意

不夠，與之相聯繫，思想與知識的形態常常主要作為實質的系統而存在，而缺

乏形式的體系。同時，經學傳統中的經典疏解，也往往使研究過程較多地導向

義理的揣摩，並由此漸漸疏離實證之域而趨向於思辯化和獨斷化。就此而言，

將邏輯推論、實證態度提到重要地位，無疑有助於在學術研究中達到實質的體

系與形式的體系之統一，並消解由經學研究而形成的思辯化、獨斷化傳統。邏

輯的注重和實證的原則與經學傳統的如上消解相結合，構成了學術與知識領域

走向近代的一個重要方面；實事上，在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中，知識的科學化

與學術的近代化往往很難截然分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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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4 百年中國  然而，以科學作為知識的理想形態，並把科學化作為劃分知識與非知識的

唯一準則，同時內含�在知識領域中確立科學霸權的意向。在科學之外無知識

的觀念之下，科學似乎成為知識合法性的主要根據。這�所謂知識的科學化，

不僅涉及一般科學方法的運用，而且亦意味�狹義上的科學（包括自然科學的研

究模式）向各個知識領域的擴展；而無論是廣義的研究方法，還是狹義的科學模

式，主要又被理解為兩個方面，即邏輯的形式與實證的原則。從寬泛的意義上

看，知識總是包括一般的認識成果和思維成果，而認識和思維的成果則既很難

僅僅以自然科學的研究方式來規定，也無法以單一的邏輯框架和實證模式去裁

套。以邏輯化與實證化為知識的準則，必然導致知識領域的貧乏化。確實，在

科學向各個知識領域的擴展中，對知識本身的理解往往也變得片面化了。以人

文學科而言，在科學化的追求中，人文學科作為知識的合法性似乎一再面臨危

機：因為它在很多方面顯然難以滿足實證的要求。

科學向各個知識領域的擴展，從一個方面表現了以科學來統一不同知識領

域的趨向。這種統一所涉及的，並不僅僅是科學內部各個學科之間的關係，作

為一種理想的追求，它往往指向科學之外的領域。從科學內部看，科學統一的

含義之一在於使科學認識成果具有可通約性，但廣義的認識成果並不限於科

學，由科學的統一進而達到一般知識領域的統一，是一種合乎邏輯的進展。換

言之，科學統一的理想，總是包含�向一般知識領域擴展的要求：二十世紀初

中國思想界出現的知識科學化的追求，可以看作是科學的統一由內向外延伸的

邏輯結果。而這種延伸與擴展所內含的歷史意向，則是在知識領域普遍地建立

科學的霸權。

當然，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，科學化的追求又有其較為獨特的歷史背景。

如前所述，科學向各個知識領域的擴展，是以經學的終結為前提的。作為一種

歷史現象，經學的終結似乎包含兩重意義：一方面，隨�經學獨尊時代的過

去，各門學科的分化與獨立逐漸成為可能；另一方面，在學術思想的領域，向

經學告別又意味�傳統的統一模式的解體。學術與知識領域的分化，邏輯地引

發了不同知識領域的相互關係問題；原有統一形態的解體，則使如何重建學

術、知識與思想的統一變得突出起來。二十世紀初的一些中國思想家以科學的

普遍滲入和擴展來溝通各個知識領域，無疑表現了重建學術與知識統一的趨

向。然而，頗有歷史意味的是，作為知識統一主要形態的科學，在某種意義上

似乎成為一種新的「經學」。

二　走向生活世界

由科學的統一，進而追求學術、知識的普遍科學化，主要展示了科學入主

各個知識領域的歷史要求。與科學向知識領域的普遍擴展相聯繫的，是科學向

人生領域的滲入。知識主要是一種觀念形態的文化領域，人生則涉及廣義的生

活世界；以科學統一知識，進而到以科學統一人生，意味�科學開始被引入生

活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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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觀首先涉及對人本身的規定。從科學的觀點考察人，則人與作為科學

研究對象的一般機械並沒有甚麼本質的不同5：

人與機械的異點，並沒有普通所設想的那麼大。人類的行為（意志作用也是

行為）是因於品性的結構，與機械的作用由於機械的結構同理。

質言之，人是機器。作為與機器同類的存在，人便成為可以用科學方法或科學

操作程序來處理的對象，而人生的過程則似乎近於機械的運作。可以看到，人

生的科學化，必然邏輯地導致了人生的機械化。而這種機械的人生，往往又被

置於因果法則的支配之下。

與科學引入人生觀相應，科學的理性之維也決定了人生觀的理性向度。人

生觀總是涉及情與理等等的定位，任鴻雋曾對情與理的關係作了如下解說6：

故文學主情，科學主理。情至而理不足則有之，理至而情失其正，則未之

有也。

文學以情為內容，科學以理為精神。在學術知識的領域，任鴻雋的理想是使傳

統學術思想由「偏與文學」而「歸於科學」，在人生之域，這一理想則具體化為以

理正情。在這�，知識的科學化與人生的理性化似乎達到了一致。

對人生過程的如上看法，使人很自然地聯想到傳統哲學的某些看法。在中

國傳統哲學中，理與情的關係常常表現為性與情之辨。魏晉時期，王弼提出了

性其情之說，其基本涵義是以性統情和化情為性。從內涵上看，情屬於廣義的

心，作為心的一個方面，它處於感性經驗的層面。在〈顏子所好何學論〉中，程

頤進而對「性其情」與「情其性」作了區分。性其情的含義已如前述，情其性則意

味�以情抑制性。程頤汲取並發揮了王弼性其情之說，以此拒斥了情其性。情

性關係上的這一原則，後來亦得到朱熹的一再肯定。在程朱那�，與化人心為

道心一樣，性其情表現了理性本質的泛化趨向，在這一過程中，與感性存在相

聯繫的人之情多少失去了其相對獨立的品格：它唯有在同化於普遍的理性本體

之後，才能存在於主體意識7。不難看出，任鴻雋的以理正情，實與傳統哲學的

性其情頗有相通之處。近代具有科學主義傾向的思想家固然往往對傳統的思想

持批評的態度，但在其意識的深層，卻又常常浸潤�傳統的觀念。在從科學走

向人生觀的過程中，傳統道德領域的理性主義主流，似乎為科學與人生的溝通

作了某種理論上的鋪墊。

從科學化的人生觀出發，具有科學主義傾向的思想家往往將科學活動視為

達至完美人生的前提，丁文江便確信：「了然於宇宙、生物、心理種種的關係，

才能真知道生活的樂趣。」8在這種理解中，人似乎已被略去了情、意等規定而

僅僅表現為一種科學認知的主體；這一意義上的人，無疑具有單面的性質。由

此出發，丁文江進而認為，科學可以使人「不但有為善的意向，而且有為善的技

能」9。為善的意向涉及的是「應當」 ，為善的技能則主要關乎「如何」。從如何為

善的角度看，道德行為確乎需要以相關的知識為其條件，但丁文江將為善的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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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 百年中國 向與為善的技能合而為一，以為二者均由科學的方法所決定，這就把道德行為

僅僅理解為一個科學認知的問題，這種看法與視人生主體為科學認知的主體顯

然前後一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這�，人生似乎同時被理解為科學方法所運用

的對象：科學方法的運用從自然擴及人，便可形成向善、為善的過程。與這一

思路相應，人亦既被規定為科學認知的主體，又被看作是科學認知的對象：人

在雙重意義上被科學化了。

總之，在科學化的形式下，人更多地表現為理性的主體和邏輯的化身，人

的情感、意志、願望等等經過理性與邏輯的過濾，已被一一淨化，而人自身在

某種意義上則成為一架科學的機器。與這一科學視野中的人相應，人生過程亦

告別了豐富的情意世界，走向由神經生理系統及各種因果法則制約的科學天

地：科學的公式代替了詩意的光輝，機械的操作壓倒了生命的湧動。不難看

到，隨�科學向生活世界的滲入，人生觀似乎變得漠視人本身了。

三　社會領域的「技治」取向

人生領域更多地與個體的存在相聯繫，在人生領域之外，是更廣的社會文

化過程。由人生的科學化進而外推，便涉及科學與社會文化過程的關係。與人

生觀上的科學走向相一致，近代的一些思想家亦試圖以科學的精神實現社會文

化的轉換，五四時期出版的《少年中國》便明確提出了如下宗旨：「本科學的精

神，為文化運動。」以科學改造社會、重建文化，確乎構成了一種普遍的時代意

向。

五四時期，科學與民主並足而立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兩面旗幟。相對而

言，民主更多地關聯�社會政治的變革，但民主本身在當時的思想家看來又總

是與科學息息相關，陳獨秀將二者比之為舟車之兩輪：「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

族者，科學之興，其功不在人權說下，若舟車之有兩輪焉。」bk對科學與民主的

這種溝通，同時也似乎為科學對社會政治變革的作用提供了根據。事實上，陳

獨秀便把科學視為社會進步的條件。從科學與民主的並立，到科學為社會進步

的前提，科學的精神進一步滲入了社會政治哲學。

科學向社會歷史領域的擴展，首先表現於社會政治結構的設計。1922年

5月，《努力週報》以政治宣言的形式發表了〈我們的政治主張〉一文。該文的實際

起草者是胡適、丁文江等，署名者大多為當時北京大學的教授及其他知名知識

份子。宣言所討論的，主要是政治變革的問題，其目標則是建立「好政府」。所

謂好政府的內涵包括：政治監督、個人自由、社會福利等，這也就是當時理解

的民主政治的主要內容之一，而把這些目標與政治機關聯繫起來，則蘊含�對

機構運作、操作程序的注重。為了達到以上目標，宣言還提出了政治變革的三

項原則bl：

第一，我們要求一個「憲政的政府」，因為這是使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。第

二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，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式的用人等

五四時期出版的《少

年中國》便明確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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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。因為我們相信「公開」（Publicity）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。第三，我

們要求一種「有計劃的政治」，因為我們深信，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劃的漂

泊；因為我們深信計劃是效率的源頭；因為我們深信，一個平庸的計劃勝

於無計劃的瞎摸索。

無庸諱言，這�所羅列的，無非是近代民主政治某些初始的方面，從政治

學的角度看，其內容近乎常識。當然，在當時政治生活處於無序狀態的時代背

景下，憲政、公開、計劃等要求，無疑有其歷史的合理性：儘管這種要求本身

包含�很多空幻的色彩，但相對於少數軍閥和政客操縱政府的政治格局，政治

有序化的要求畢竟不失為一種近代的理想。

然而，與有序化的追求相應，在以上的政治主張中，亦包含�把政治的運

作與技術性的程序聯繫起來的趨向。從運用正當機關進行政治監督、以正當機

關保障社會福利，到憲政的實施、行政的公開化、政治的計劃化，等等，政治

生活主要表現為一個可以用某種機構和程序來控制的過程。儘管民主政治總是

有其程序的規定，這種程序對效率、公正等亦有某種程度上的擔保作用，但如

果過份地強調這一方面，亦容易將社會政治的運作理解為一種技術性的操作。

現代社會的發展已在某些方面表現出這種特點，所謂技術控制，已不僅僅體現

於工藝、生產等過程，而且在相當程度上也滲入於社會的政治領域：政治生活

的過程，在一定意義上往往如同機器的運行。

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思想家當然還沒有後來技術社會那種具體的設想，但他

們對「正當機關」、「計劃」、「憲政」等等的「深信」，以為借助這些環節和程序就

可以實現所謂「好政府」的理想，確乎內含�某種政治生活技術化的意向。正是

這種意向，構成了科學主義的又一表現形式。齊曼（John M. Ziman）曾指出了這

一點：「政治的唯科學主義的最宏偉的形式，就等同於技治主義。」bm胡適、丁文

江輩儘管並未完全達到這種現代意義上技治主義，但其思維趨向，卻顯然與之

有相近之處。

由肯定社會政治領域的有序性而要求社會政治運作的科學化，同時又表現

為對科學普遍有效性的確信。從科學向知識領域的擴展，到科學入主人生觀，

再進而追求社會政治運行過程的科學化，這是一個科學層層泛化的過程，而期

間又有內在的邏輯關聯。與中國具有科學主義趨向的思想家幾乎同時，作為西

方第三代實證主義的維也納學派，在1921年發表了題為〈科學的世界觀〉的著名

宣言，向世人鄭重宣告bn：

我們將會看到，科學的世界觀精神將越來越廣泛地按照理性的原則滲透到

個人和公共的生活方式中去，滲透到教育、陶冶、組織機構以及經濟和社

會方式中去。

要而言之，科學精神將普遍地推向社會的各個領域：從個人生活到公共機構都

將一無例外地受科學精神的支配。這種樂觀的預言，與胡適、丁文江輩的以上

看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它在相當程度上表現了科學主義的共同立場。

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思

想家對「正當機關」、

「計劃」、「憲政」等等

的「深信」，以為借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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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。



58 百年中國 作為技術化操作的社會政治變革，往往又被理解為一個解決具體問題的過

程。按照胡適等近代思想家的看法，科學的認知本質上與解題相聯繫。科學的

這種解題性質，同樣體現於社會政治領域。與政治運作的科學化追求相一致，

胡適亦賦予社會政治的變革以解題的形式。在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中，胡適

便明確地表明了這一立場。

社會領域變革的解題性質，也決定了其作用的方式。正如科學研究中的解

題總是要運用科學方法一樣，社會領域的解題，也離不開科學的方法，而其具

體步驟則被概括為：「認清了我們的問題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，充分採用世界

的科學知識與方法，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。」bo簡言之，社會變革的途徑即

是運用科學的知識與方法解決具體的問題，這種操作程序，大致以科學活動為

其原型。通過不斷地解題而達到的，則是所謂「現代」的社會：「『現代的』總括一

切適應現代環境需要的政治制度，司法制度，經濟制度，教育制度，ð生行

政，學術研究，文化設備等等。」bp這�固然內含了對社會現代化的追求，但其

中無疑亦滲入了如下觀念，即通過程序化的機構來擔保社會的有序運作，後者

也可以看作是「技治」理想的一種體現。

稍作分析便不難發現，隱含在社會運行與科學的如上關聯之後的，其實是

某種合理性的追求。無論是程式化的機構運作，抑或是具體的解題操作，在一

定意義上都表現為一個理性化的過程，而普遍的因果法則，則構成了理性化追

求的本體論前提。作為實現社會有序運轉的一種努力，理性化的過程又內含�

對秩序的確信：所謂因果大法，往往被理解為內在於自然和社會的秩序，而社

會機器的程式化操作，即以這種法則為根據。也正是這種秩序的信念，使社會

政治領域的科學化趨向與廣義的科學活動有了更為切近的聯繫。科學活動總是

試圖揭示對象的穩定聯繫，而這種努力的前提則是承認對象存在有序的結構。

理性化的追求與確認秩序的本體論觀念，往往難分難解地聯繫在一起，它既內

在於科學活動之中，又體現於社會領域「技治」（程序化運作）的過程；在這�，

狹義的科學活動與社會領域廣義的「科學化」進程，確乎彼此趨近。

當然，「科學化」追求中的秩序觀念，並不僅僅是西方近代科學的單向移

入，它有�更為悠久深遠的傳統根源。歷史地看，中國哲學很早就表現出探求

形而上之道的趨向。就本體論之維而言，道作為存在的根據，首先展現為對世

界統一性的一種規定；為道（追問普遍之道）的過程既包含超越具體現象的意

向，又滲入了關於世界是一個有序系統的信念。宋明時期，隨�理氣、道器之

辨的展開，道、理及其與器、氣的關係，進一步成為哲學關注的中心問題之

一。在程朱一系的哲學家中，理逐漸被提昇為世界的第一原理。從形而上的角

度看，理內含�普遍的秩序觀念：所謂物物皆有其理，意味�每一對象都有穩

定的內在聯繫；理一分殊則把整個世界理解為一個有序的結構。在理學的論

域，理雖然常常被賦予當然之義，從而與倫理的規範糾纏在一起，並在某種意

義上表現為當然之則的形而上化，但作為當然的理，本身亦被視為社會領域人

倫秩序的象徵。在理的形式下，天地萬物與社會人倫都表現為一個有序的系

統。理學要求格物致知、即物窮理，既包含�對形而上的宇宙秩序的追尋，又

以社會人倫秩序的把握為其內容。

作為技術化操作的社

會政治變革，往往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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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與道及其蘊含的秩序觀念，構成了中國文化精神的內在維度；作為深層

的傳統，它也制約�近代思想家的思維方向。儘管近代的思想家一再地對傳統

提出種種批判，其鋒芒所向甚而常兼及道、理等形而上的範疇，但傳統的批判

者本身又難以完全擺脫傳統的影響，即使如丁文江、胡適這樣的實證主義者也

未能例外。在其統一知識、人生觀的努力以及對社會有序運作的確信中，不難

看到普遍的秩序觀念。這一思維趨向甚至也體現在對科學方法的理解中，丁文

江便認為：「我們所謂科學方法，不外將世界上的事實分起類來，求他們的秩

序。」bq這�既可以看到注重具體事物的科學向度，亦內含�萬物皆有秩序的「形

而上」確信。

從近代歷史的演進看，科學向社會政治領域的滲入，亦經歷了一個邏輯的

過程。嚴復提出「開民智」，試圖通過傳布實測內籀之學、進化理論（天演哲學）、

自由學說等等而使社會普遍地接受近代的新思想，以實現維新改良的政治理

想。這�已不僅開始把科學的觀念與社會的變革聯繫起來，而且表現出以理性

的運作影響社會的趨向。五四時期，科學與民主成為啟蒙思潮的兩大旗幟。如

果說，作為維新改良的繼續的民主要求是更多地指向社會政治變革的話，那麼

科學的倡導則更直接地上承了「開民智」的主張；科學與民主的雙重肯定，無疑

亦從一個方面確認了科學理性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。科學功能在社會領域的進

一步強化和擴展，邏輯地蘊含�導向某種「技治」主義的可能：胡適、丁文江等

試圖通過機構的程序化運作、有計劃的解題等來擔保社會的秩序及民主進程，

便多少表明了這一點。在二十世紀初的科學主義走向中，我們確乎可以看到歷

史與邏輯的雙重制約。

四　作為價值—信仰體系的科學

從重建學術、知識的統一到入主人生領域，從生活世界的存在到社會政治

領域的運行，科學的影響涵蓋了社會的各個方面。隨�向各個社會領域的這種

擴展，科學的內涵也不斷被提昇和泛化：它在相當程度上已超越了實證研究之

域而被規定為一種普遍的價值—信仰體系。在1917年所撰的〈再論孔教問題〉一

文中，陳獨秀便明確主張「以科學代宗教」。胡適在《科學與人生觀．序》中，也

自稱為「信仰科學的人」。作為信仰的對象，科學顯然已不同於實證的具體知識

形態，而是被賦予了某種世界觀的意義。正是內涵的如上轉換，使二十世紀初

的「賽先生」（科學）成為文化變革的重要旗幟。

將科學提昇為價值—信仰體系，其意義當然不限於對科學價值的維護；它

在更內在的層面涉及思維方式的變革，這種思維方式又常常被稱為科學精神。

其具體內容則常常被理解為兩個方面，即求是的態度和理性的觀念。求是（如實

把握對象）意味�將目光轉向事實界，理性的觀念則要求懸置獨斷的教條。這些

思想在今天看來似乎近於常識，略無新意可言，但在後經學的時代，它卻有獨

特的意義。隨�以權威為準則的經學傳統的終結，確立新的思維方式已逐漸成

為時代的問題，科學精神的倡導，無疑在這方面表現了一種建設性的努力。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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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思想家試圖以科學統一學術、知識領域時，已蘊含�以科學取代經學的意

向；與之相聯繫的科學精神，則從更普遍的層面表徵�從經學時代向理性時代

的轉換。

從邏輯上看，儘管求知過程就其終極的意義而言總是與人的實踐過程無法

分離，但在一定的層面，它似乎又可以區分為兩種向度，即為實用而求知與為

真理而求知。在前一種情形中，知識、真理似乎只具有手段的價值；在後一場

合中，真理則呈現出自身的內在價值。相對而言，中國傳統文化對「用」似乎予

以較多的關注，從個人德性培養中追求「受用」，到廣義的經世致用，都可以看

到這一點。這種趨向如果推向極端，往往容易忽視知識的內在價值，並使知識

難以獲得獨立的品格。事實上，在儒家仁知統一的格局中，格物致知總是與正

心誠意聯繫在一起，知識的追求亦往往與修（身）、齊（家）、治（國）、平（天下）

相糾纏，而未能在純粹理性的形態下展開。近代的科學信仰者要求為真理而求

真理，其深層的意義就在於：它以相當的歷史自覺突出了知識的內在價值，並

賦予知識以獨立的品格。這是一種視域的轉換，可以說，正是在為真而求真的

倡導中，學術的獨立才作為一個時代要求而突出起來。這當然不是個別思想家

的偶然提法，陳獨秀便曾撰〈學術獨立〉一文，對「學術獨立之神聖」作了明確肯

定br；胡適亦強調在學術研究中「當存一個『為真理而求真理』的態度」bs，從中不

難看到一種科學旗幟下的時代趨向。

與學術獨立相聯繫的是人格的獨立。學術獨立既要求學術從精神受用、經

世致用等考慮中解脫出來，又意味�不受制於獨斷的教條、不盲從外在的權

威；後一意義上的獨立，更多地與理性的獨立思考等相聯繫。從現實形態看，

理性的獨立品格與個人的獨立人格並非截然分隔。陳獨秀便指出了二者之間的

聯繫：「若有意識之人間，各有其意識，斯各有其獨立自主之權。若以一人而附

屬一人，即喪其自由自尊之人格。」bt此所謂有意識，並非泛然有知，而是指理

性的獨立意識；正如在知識活動中，理性的獨立思考不應屈從獨斷的教條一

求知過程似乎可以區

分為為實用而求知與

為真理而求知。中國

傳統文化對「用」似乎

予以較多的關注，從

個人德性培養中追求

「受用」，到廣義的經

世致用，都可以看到

這一點。圖為上海早

期電話局接線員的工

作情況。



二十世紀初科學 61
觀念的多重維度

樣，在社會的交往過程中，主體不應成為他人的附庸。在這�，科學的觀念與

自由平等的意識似乎已融合為一，而科學精神則更具體地展示出其價值觀意

義。

然而，如前所述，作為涵蓋各個文化層面的普遍之道（價值體系），科學在

被一再提昇和泛化後，本身往往又成為信仰的對象。胡適曾說：「我們也許不輕

易信仰上帝萬能了，我們卻信仰科學的方法是萬能的。」ck這種信仰當然並非宗

教式的盲從，但它確實又有別於認知意義上的相信。對科學的如上崇信，本質

上表現為一種尋找新的文化範式的嘗試：二十世紀初，特別是五四前後，在傳

統的價值體系分崩離析之後，科學便成為建立新世界觀的一種選擇。但科學在

被強化為一種規範體系後，亦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其負面的意義：科學向各個知

識領域普遍擴展以建立自身的霸權、科學入主生活世界而將人生邏輯化和機械

化、科學滲入社會政治領域以及與之相聯繫的「技治」傾向，等等，已從不同方

面展示了這一點。

隨�科學的信仰化，科學本身也逐漸取得了權威的形式。作為一切知識所

追求的最終形態，科學同時也被理解為一種真理體系，它不僅提供了對宇宙人

生普遍有效的解釋，而且構成了評判、裁定一切學說、觀念的準則。作為真理

的化身，科學獲得了「無上的尊嚴」cl，一切知識、學術觀點只有合乎科學的準則

才有立足的可能，一旦被判為非科學，則將被逐出科學之域。這種經過形而上

化的科學，不僅在重建學術的統一這一意義上成為一種「新經學」，而且在權威

性上也獲得了某種「新經學」的性質：它絕對正確而又凌駕於所有知識形

態之上。權威化往往蘊含�獨斷化，在科學的「經學化」和獨斷化之後，我們確

實可以看到一層獨斷論的陰影。思想的發展往往有其自身的邏輯，近代思想家力

倡科學精神，本來具有拒斥經學獨斷論的意義，而他們要求理性的獨立思考，

反對盲從權威，確實也表現出轉換思維方式的努力。然而，在被提昇為普遍的

價值—信仰系統以後，科學本身卻在某些方面與它所否定的對象漸漸趨近。

與科學的權威化相聯繫，科學的外在社會功能往往容易受到更多的注意。

一般而言，科學的價值總是展現為內在與外在兩個方面：所謂內在價值主要與

追求真理的認知過程相聯繫，外在價值則更多地體現於廣義的社會規範作用。

如前所述，當近代思想家賦予科學精神以為真而求真的內涵時，他們無疑肯定

了科學的內在價值，從而不同於僅僅以知識為「用」的某些傳統觀念。然而，科

學一旦被尊奉為裁斷一切的最高準則和變革社會的普遍手段，其外在的規範功

能便同時被突出起來。胡明復在肯定科學精神在求真的同時，又認為科學「最適

於教養國民之資格」cm，後者所注重的，便是科學的外在教化作用。同樣，在陳

獨秀那�，科學與民主相似，主要也是一種解決政治、道德等問題的手段：「我

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（科學與民主——引者），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、道

德上、學術上、思想上一切的黑暗。」cn此處所強調的，仍不外乎科學的社會規

範功能。

對科學外在規範功能的注重，無疑有其歷史的理由。在思想啟蒙和社會變

革成為時代的中心問題這一歷史背景下，科學在啟發民智、轉換觀念、確立價

值導向等方面的社會作用往往容易更直接地突現出來。然而，儘管在科學精神

近代中國，科學在價

值觀的層面一再得到

普遍倡導，但相關的

具體實證研究卻總是

顯得相對薄弱，這種

帶有悖論性質的現象

固然有其多方面的社

會歷史根源，但過多

地強調科學的外在社

會功能，從而使其在

某種意義上「流而為

清談」，顯然也是一

個不可忽視的因素。



62 百年中國 的提倡中也包含�對其內在價值的確認，但啟蒙、社會變革等歷史的需要，卻

常常使科學的內在價值為外在的社會功能所抑制。這種傾向，在當時已逐漸引

起一些思想家的注意。中國科學社的重要成員楊銓在〈科學與研究〉一文中即頗

為憂慮地表示，「深懼夫提倡科學之流為清談」co。這�所謂清談，是相對於具體

的研究而言，在楊銓看來，科學不能與具體的研究相分離：「吾人果欲提倡科學

乎？則當自提倡研究始。」cp這種研究，主要便表現為一個以達到真理為目標的

認知過程。我們從楊銓的憂慮中可以依稀看到，形而上的科學信仰在當時似乎

已漸漸趨向於壓倒形而下的具體研究。在近代中國，科學在價值觀的層面一再

得到普遍倡導，但相關的具體實證研究卻總是顯得相對薄弱，這種帶有悖論性

質的現象固然有其多方面的社會歷史根源，但過多地強調科學的外在社會功

能，從而使其在某種意義上「流而為清談」，顯然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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